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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婷、顾城诗歌的经典化及接受误区研究

白晨阳

(国家开放大学 人文教学部,北京 100039)

摘要:舒婷、顾城是朦胧诗派的代表诗人,也是最早具备稳定的经典化地位的朦胧诗人。然而在两者诗歌作品的

经典化过程中,存在着诗歌面貌被固化、误读和窄化的误区,并严重影响了当下对两位诗人的文学史叙述。
回归历史现场分析其接受误区产生的深层原因,结合文本细读呈现其被忽略的诗歌特质,以期修正对舒

婷、顾城诗歌面貌的认识,并促进学界对其诗歌价值的重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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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众所周知,“朦胧诗”从诞生之初就是一个众说纷

纭且不断变动中的概念,最初是从贬义的角度指向诗

歌的表意不明和晦涩难懂,其后则是代指新的诗歌潮

流和诗歌运动,与“新诗潮”同义;在后来的文学史叙

述中,这个概念又一再被改写和重叙,并且在时间上

追溯到《今天》诗群和1970年代的“地下诗歌”。在这

一过程中,“朦胧诗人”的成员构成和重要性排序发生

了数次调整。有的诗人因为各种原因在一段时间内

处于“缺席”的状态(比如北岛),有的因为诗学价值的

发现和重评而“后来居上”(比如芒克和多多),有的则

逐渐被剔除出朦胧诗的讨论视野(比如在20世纪80
年代初被归为朦胧诗范畴的骆耕野、傅天琳等人)。

在朦胧诗整体变动不居的接受历程中,舒婷和顾

城两位诗人的个体接受却呈现出与流派接受所不同

的特性。与其他朦胧诗人相比,两者的朦胧诗人“身
份”及其在朦胧诗人中的“地位”早早地被明确下来,
并且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与此同时,对两者诗歌的

接受,还存在诗歌面貌的固化、误读、窄化等误区。
二、诗歌形象的凝固

舒婷、顾城是最早开始经典化的朦胧诗人,他们

不仅在1980年代前期乘着朦胧诗的热潮迅速成为全

民偶像,获得来自官方的诗歌荣誉,其后还顺利进入

到文学史教材和各类诗歌选本之中。以诗歌选本为

例,无论是198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朦胧诗选》(春风

文艺出版社,1985版),还是21世纪最具代表性的

《朦胧诗新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舒婷和

顾城的作品数量在其中均是名列前茅。下面两个表

格分别列出了《朦胧诗选》和《朦胧诗新编》中篇目数

排名前五的诗人。
表1 《朦胧诗选》所选诗人及诗歌篇目数

《朦胧诗选》

排序 诗人 篇目数(首)

1 舒婷 29

2 顾城 24

3 北岛 15

4 梁小斌 12

5 江河 4

表2 《朦胧诗新编》所选诗人及诗歌篇目数

《朦胧诗新编》

排序 诗人 篇目数(首)

1 北岛 50

2 顾城 39

3 舒婷 38

4 多多 28

5 芒克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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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表2所示,在《朦胧诗新编》这本明显以重构朦

胧诗诗歌史、重点推介《今天》和“地下诗歌”为目标的

选本中,舒婷、顾城的诗歌在篇目数量上仍然稳居

前列。
与此同时,评论界对两位诗人的评价也表现出不

同程度的固化。尤其是1990年代初期以后,由于顾

城的离世以及舒婷转向散文创作①,两者的诗歌创作

生涯双双停止,随之定格的,还有两者的诗人形象及

其诗歌评价。
对于舒婷,多年来无论是诗歌评论界还是普通诗

歌读者都惯用“温情”“抒情风格”“哀婉”“浪漫”“美丽

的忧伤”等词语来评价她的诗歌风格。在一些权威的

文学史著作、重要诗歌选本中也多是此种表述,如,
“舒婷的诗风细腻而沉静、哀婉而坚强,在意象上运用

趋于明朗、贴近自然而很少刻意为之的痕迹”[1],“舒
婷的诗,延续、‘复活’了新诗在当代中断的委婉、忧伤

的流脉”[2]。对于顾城,从舒婷1980年4月写的那首

《童话诗人———给GC》开始,评论界对顾城作为“童
话诗人”“任性的孩子”的评价成为基本共识。譬如,
“……而顾城则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在经历了‘黑夜

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是失败尝试

之后……以逃避的态度转而去寻找自己眼中的童话

世界,去创造一个与世俗世界相对立的美好幻境”[3];
“顾城在1980年代常被称作‘童话诗人’,他以一个

‘任性的孩子’的感觉,以大量来自自然界的意象铺展

梦境、想象和幻想,语言明净,常运用谣曲的风格,创
造出一个纯美的、带有‘彼岸’色彩的诗的世界”[2]217。

涉及两位诗人具体的诗歌文本时,学界选择的篇

目也较为集中。舒婷多为《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致橡树》《双桅船》《会唱歌的鸢尾花》《神女峰》,顾城

则多为《远和近》《一代人》《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生
命幻想曲》。对此,我们选择在时间上与当下较为接

近的21世纪后出版的三部学院派诗歌选本、选评本

作为例证:
1.《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谢冕、洪子诚编,北

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舒婷:《致橡树》《四月的

黄昏》《神女峰》;顾城:《一代人》
2.《现代中国文学作品选评(下)》(李新宇、罗振

亚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舒婷:《致橡树》
《双桅船》《神女峰》;顾城:《一代人》《远和近》《我是一

个任性的孩子》

3.《百年新诗选》(洪子诚、奚密编,北京大学出版

社,2015年版):舒婷:《寄杭城》《致橡树》《还乡》《神

女峰》《惠安女子》;顾城:《一代人》《我是一个任性的

孩子》《在这宽大明亮的世界上》《是树木游泳的力量》
以及出国后的《墓床》《鬼进城》

这三部选本从出版社到编选者都有具备很强的

学院性和权威性,在选择作品时,于舒婷诗歌都着重

突出其温婉、优美和充沛的情感,于顾城诗歌则侧重

突出其中所隐含的纯真、乐观、任性的“孩子”形象。
三、重回现场:适度的革新

综合前述诗歌史、诗歌选本等方面的情况,可以

明显看出,舒婷、顾城在获得稳定的诗歌史地位的同

时,其诗歌面貌在经典化过程中已基本被定格。这样

的呈现无疑是多重合力的结果,涉及文学场域内外多

重因素的影响。考虑到文学接受中的惯性作用,重新

回到朦胧诗早期被阅读和接受的历史现场,是一个必

要且有效的研究路径。
如艾略特所言:“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能像诗歌那

样顽固地恪守本民族的特征”[4],受到悠久的诗歌历

史的影响,中国读者在诗歌方面的审美惯性尤为根深

蒂固,由古典诗歌中延续而来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传

统深入基因。舒婷的诗恰好应和了这一层的审美喜

好。她曾对现代诗歌中诗风优美的抒情诗人大感兴

趣。在农村插队期间,她“迷上了泰戈尔的散文诗和

何其芳的《预言》,在我的笔记里,除了拜伦、迷茨凯维

支、济慈的作品,也有殷夫、朱自清、应修人的”[5],后
来的创作也明显受到中国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的

影响,兼具古典性和西方象征派的风格。她那些抒情

性作品中的含蓄的表达、温婉的情思和优美的意象结

合起来,唤起了中国读者对“传统”的深层记忆。加之

“文革”结束后全社会对普通人性和世间温情的极度

渴望,她的此类诗歌在当时大受欢迎也就显得合情合

理。而在顾城那里,他的作品则契合了中国读者对自

然物象的亲近感,对简单纯美之境的向往,以及“十七

年”和“文革”时期形成的浪漫主义审美观。例如,在
《生命幻想曲》中作者企图建构的那个远离时代纷扰

的世外桃源,“蟋蟀欢迎我/抖动着琴弦/我把希望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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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顾城1993年10月在新西兰自杀。舒婷在1994年出版了诗集《舒
婷的诗》之后,开始投入到“散文热”的写作风潮之中,至今未再有

诗集以及能让人记住的单篇诗歌问世。



进花香”;在《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中以“大孩子”视
角表达的浪漫愿望,“我想画下早晨/画下露水/所有

能看见的微笑/画下所有最年轻的/没有痛苦的爱情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我想涂去一切不幸。”这样

空灵、轻盈的幻想为长期在沉重环境下艰难喘息的读

者,输入了新鲜的氧气。
此外,舒婷和顾城那些深受喜爱的诗歌大都是较

为简单易读的,尤其与当时那些意象晦涩朦胧的诗歌

(也包括他们自己的一部分诗作)相比,阅读的难度相

对较低,读者基本可以做到畅通无阻的接受。正如有

论者所言:“合乎传统美学风格,并适度
∙∙

以新鲜的经验

触及传统美学,可以成为舒婷诗歌成为经典的重要原

因之一。”[6]这一论断同样也适用于顾城。
与此同时,他们的诗歌也满足了当时的读者群体

“求新”的阅读期待。在表达方式上,舒婷、顾城的诗

主要通过对自我情感和心理过程的揭示,从内心出发

完成对外部世界的映射,这又令他们的诗歌在易于阅

读的基础上,具备了一定的现代主义质素,因而也就

具备了“先锋性”。而在思想内容上,在那个“新旧”观
念交替、价值观念更新的时代,当诗歌中被注入人道

主义情怀、人性之光和理想主义的“新鲜的经验”,作
品也就天然具备了“革新”的意味。这种“新”显然是

舒婷、顾城作品所充分具备的,并且,同样也是“适
度”的。

人们最先选择舒婷作为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一方

面是因为她的那些作品展现了一代青年苦难但真实

的生活轨迹、从迷惘到觉醒的心灵历程,但更为重要

的是,她的作品是当时公开发表的朦胧诗中与主流接

洽度最高的。譬如,《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里艰难

处境中对祖国坚定不移的深沉之爱,《致橡树》《神女

峰》中坚韧独立又忠于爱情的女性形象,《一切》中对

怀疑主义做出的积极正面的应答等,都与时代主流价

值观念高度契合。表达方式上的现代和思想内容上

的“温和”,让舒婷的这些作品“有效地弥合了先锋诗

歌与流行诗歌之间的裂痕和缝隙”[7],她也因此成了

“先锋”与“流行”都乐于接受的朦胧诗人。对顾城而

言也是如此,虽然他的诗歌不像舒婷那般姿态温和,
但是“童话诗人”“大孩子”等标签所暗含的道德化倾

向,将他单纯化为一个用懵懂眼睛为世界寻找“爱”和
“美”的、无害的诗人。这样的诗人形象更易被主流诗

坛所容纳。

由此可见,正是由于舒婷、顾城的“代表作”诗歌

在革新上的“适度”———美学风格上与读者审美惯性

的契合,思想主题上与时代主流价值观念的接近,令
二者率先成为被诗界广泛接纳的朦胧诗人,并极大地

影响了后续文学史对其诗歌创作的整体评价。
与以上文学本体层面原因互为助推的,是文学本

体之外的相关“建构”。1982年,舒婷的个人诗集《双
桅船》、舒婷顾城的合集《舒婷顾城抒情诗选》分别由

上海文艺出版社和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两位诗人成

为最早取得正规出版权的朦胧诗人;舒婷的诗集《双
桅船》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1979—1982年全

国优秀新诗(诗集)奖”,顾城的诗歌《抒情诗十首》获
得了《星星》杂志社举办的“星星诗歌创作奖”,两位诗

人又成为最早被授予官方奖项的朦胧诗人。尤其是

舒婷,进入1990年代以后,她的《致橡树》《祖国啊,我
亲爱的祖国》《双桅船》曾多次入选中学语文教材———
入选教材是文学作品经典化最迅速有效的途径———
在“人手一册”的普及中,舒婷诗歌中积极进取、哀而

不伤、优美清晰的诗歌风格进一步定型。
四、被误读和窄化的诗貌

但即便是荣誉,也常常可能是误解的总和。无论

是“美丽的忧伤”还是“童话的纯美”都绝非舒婷、顾城

诗歌中的全部面相。
近年来,舒婷诗歌经典化过程中的误读和窄化现

象引起了研究界的注意。如诗歌批评家张清华所言:
“在所有的朦胧诗人中,人们对舒婷的‘误读’是最严

重的……人们是‘有意识’地放大了她作品中那些比

较靠近‘中线’的部分……事实上,在舒婷那些写于七

十年代的为数不多的作品中,完全可以看出她和这个

年代最决绝的朦胧诗人之间的默契与一致。”[8]是的,
除了那些广为传播的“代表作”诗歌,舒婷的《往事二

三》《路遇》《船》《墙》《雨别》《落叶》等,是更能体现其

诗歌在审美趣味和价值观念上的先锋性的作品,也是

考察其创作成就时不应被忽略掉的部分。“一只小

船/不知什么缘故/倾斜搁浅在荒凉的礁岸上/油漆没

有褪尽/风帆已经折断”(《船》),“或者由于习惯/或者

由于悲哀/对本身已成的定局/再没有力量关怀”(《流
水线》),在这两首诗里,无论是“搁浅的船”还是无法

感知到自我存在的主人公,都不是《双桅船》《会唱歌

的鸢尾花》里那种明朗单纯的和谐,而是分别表达了

命运搁浅的苦痛和现代生活中的异化体验。诗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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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提供的情绪是灰暗低沉的,表达是晦暗的,姿态

是怀疑的、坚韧的,在整体内蕴上则是尖锐而荒芜的,
在表现手法上也超出了意象加抒情的单一风格。这

样的诗歌更接近于那个因“晦涩”“朦胧”而被命名、因
思索和质疑而被铭记的“朦胧诗”。

在顾城的诗歌里,也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艺术世

界:一个是全然属于个人心灵的、梦幻般的童话乌托

邦,另一个则是面目驳杂的现实世界。属于现实世界

的诗句是这样的:“我像孩子一样/紧紧拉住渐渐模糊

的你//徒劳地要把泡影/带回现实的陆地”(《泡影》),
“戴孝的帆船/缓缓走过/展开了暗黄的尸布……砍缺

的月亮/被上帝藏进浓雾/一切已经结束”(《结束》)。
这些句子是历史那条“黑色的蛇”从心头爬过之后的

心灵瘀痕,感情真挚而深沉、意象奇崛、内蕴丰富,有
着浓重的象征主义、现代主义气质。当面对现实题材

时,诗人不再是那个天真烂漫的“任性的孩子”,营造

乌托邦的“童话诗人”,而是悲观的、怀疑的,贯穿着对

历史的反思以及悲剧重来的警惕。在其中,他印下了

一代青年人的狂热与激愤、犹疑与抗议、思索与追寻,
正如他自己对此类作品的形容:“近代化石”。

探讨顾城诗歌的复杂性及其误读问题,那首被普

遍认为是“简洁有力地传达了一种于逆境中不失信念

坚持理想的精神”[9],“既包含可对‘文革’的批判,又
没有失去对未来的信心,受到各界异口同声称赞”[10]

的《一代人》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黑夜给我了黑色的

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众所周知,“黑夜”和“光
明”作为一组对立意象,有着强烈的象征性,作者却用

精妙的诗歌想象力通过“黑眼睛”将二者关联在一起,
这种关联常被认为是“越是黑暗,越要寻找光明”的积

极向上、毫不妥协。然而,反思的笔触并不止于此。
结合顾城在处理此类反思题材时一贯的悲观与消极

(见前文所引诗歌),以及此诗的创作时间1979年,我
们有理由给出另一种解读:“黑夜”在此时成为历史,
“光明”已经到来,但已被“黑夜”赋予“黑色眼睛”的
“我”能否在此时恢复“寻找光明”的能力是令人怀疑

的,“却”字提示了“寻找”的未知和荒诞。因此,黑眼

睛的“一代人”无疑与时代产生了难以弥合的错位,看
似勇敢追求光明的理想主义者,实则是陷入痛苦无告

中的孤独者。这种解读在笔者看来更接近于顾城的

本意,虽然悲观但更加直指人心,并与北岛《彗星》中
的句子———“其实难以想象的/并不是黑暗,而是早

晨/灯光将怎样延续下去”———有着同样的反思力度。
总而言之,当我们扩大对舒婷顾城诗歌文本的观

照范围,不难发现,他们的诗歌既有着不逊于其他朦

胧诗人的深刻度、复杂性和反思性,也有着更丰富驳

杂的艺术追求。恰恰是那些被经典化的有限的“代表

作”和被知识化的文学史表述,让他们的诗歌面貌陷

入了被严重误读和窄化的境地。
对此,大众读者审美需求的变动也应被纳入我们

的考察视野之中。1990年代之后,随着整个社会进

入到诗意消遁的消费时代,诗歌边缘化的处境日益加

重,大众读者的审美心态也向下位移。读者不会再希

图从诗歌中获得智性的启悟、噬心的反思,也不希望

诗歌成为打破商品社会虚幻感的工具,最受欢迎的诗

是那些意义轻浅平易而不失浪漫情怀、可以为心灵拂

去一丝浮沉的作品。在这样的阅读需求之下,朦胧诗

中那些有着批判锋芒、现实超越性和艰深艺术形式的

诗歌更加难以进入到大众读者的阅读视野之中。舒

婷、顾城的那些基调积极,抒写美好理想的诗作,虽在

其诗歌后继者以及诗歌研究者那里已不再具备“革命

性”、先锋性,成了最普通不过的抒情性话语,但也正

是这些作品再次满足了新一批大众读者的审美需求。
四、余论

舒婷和顾城诗歌的经典化过程及其中存在的接

受误区,有其较为特殊的时代性因素和诗歌这一特殊

文体层面的原因。接受中的固化、误读和窄化的存

在,表面上看是读者的自发选择以及文学史的内部提

纯,但实则有着不应被忽视的消极影响:既导致了对

两位诗人丰富诗歌内质的遮蔽和削弱,也波及朦胧诗

这一当代诗歌最为重要的诗歌流派的文学史呈现,同
时也不利于当代优秀诗歌传统的发掘、整理和建构。

事实上,舒婷、顾城的诗歌在被经典化之初,都得

到过专业评论者的整体性观照,并给出了较为全面的

评价。譬如,在“崛起派”论者对舒婷的阐释中,刘登

翰的《会唱歌的鸢尾花———论舒婷》就论述了舒婷诗

歌在视角、情感和形象上的二重性,并认为其弱点在

于“理论方面的不足”[11];谢冕的《在诗歌的十字架

上———论舒婷》看到了舒婷诗歌中有殉道者般的崇高

感,以及处在新旧交替之中导致的情感上的复杂交

错:既有反抗的执着又有女性的柔弱。对于顾城,朦
胧诗论争中有论者将他追求的“纯净美”归结为“一种

精神上无法解脱的矛盾交错短暂统一”[12];陈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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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城的童话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也从历史的、美学的

眼光对顾城的众多诗歌文本进行分析,认为他诗歌中

既存在“孩子式的不现实的憧憬”,又有“对畸形年代

的消极的反抗”,并导致他在意象的选择上呈现出不

同情态的变形[13]。
这些分析已探及“哀婉抒情”之外的舒婷和“童话

诗人”之外的顾城,对今天的研究者有着示范和启发

作用。但遗憾的是,随着当代诗歌经典化进程的自动

开启,这些全面、客观、精审的分析,并没有及时被收

录进文学史的书写之中,也没有被诗歌选本编选者所

采纳。诚然,文学经典化注定是一个不断精简的做

“减法”的过程,能被保留的主要还是那些传播广泛、
被读者熟知的文本及其中的艺术质素,但对于舒婷、
顾城这样两个曾经引起全民性诗歌热潮、在中国当代

诗人中有着首屈一指影响力的诗人,在短短几十年的

时间里就被误读、定格为诗歌史、诗歌选本、诗歌教材

中的几个标签和千篇一律的单一评价,显然是令人无

比遗憾的。他们诗歌中那些有着更深邃思想意蕴和

更高超艺术成就的部分,还有待诗歌研究者通过开阔

的历史视野与严谨的文本细读去重新发现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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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cizationandMisunderstandingofAcceptance
ofShuTingandGuCheng’sPoems

BAIChenyang
(DepartmentofHumanity,TheOpe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039,China)

Abstract:ShuTingandGuChengaretherepresentativepoetsofMistypoetryschool,andtheyarealso
theearliestmistypoetswithstableclassicizationstatus.However,intheprocessoftheclassicizationofthe
twopoems,therearesomemisunderstandingsthattheappearanceofthepoemsissolidified,misreadand
narrowed,whichseriouslyaffectsthecurrentnarrationoftheliteraryhistoryofthetwopoets.Byreturning
tothehistoricalscene,thispaperanalyzesthedeepcausesofthemisunderstandingandpresentstheneglected
poeticcharacteristicsofShuTingandGuCheng,inordertocorrecttheunderstandingoftheirpoeticfeatures
andpromotetheacademiccircle’srediscoveryoftheirpoetic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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